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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珠江三角洲地區可根據土地類別分為兩大區

域，一為西北部的「民田區」，一為東南部的

「沙田區」。1「沙田」因水激塌陷，「廢復不

常」，從而使這種土地於短期內不需向政府繳納

賦稅，稱「無稅業」，而「民田」是必須按科則

征納田賦的土地。2 兩大區域的歷史界線在元明

之間，而空間界線為由市橋臺地至新會圭峰山

的一列山丘臺地。這不僅是土地形態的差別，更

是地方社會在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不平等的

權力格局和「族群」認同標識。當地人稱「民田

區」的居民為「埋邊人」，而「沙田區」的居民

為「開邊人」，這種表述方式在廣州方言中表現

了當地人對「中心」與「邊緣」的觀念。「埋邊

人」通過建立祠堂及編制族譜等組織宗族的形式

控制與佔有沙田，而「開邊人」只可以受雇於

「埋邊人」在沙田上耕種。這種「沙田—民田」

的格局實則是一種文化權力結構。3

　　沙灣鎮位於廣東省番禺縣西南部，北距廣州

市區（即古代的番禺縣）約30公里，與今番禺縣

城市橋相隔只有五公里，西面與順德縣接壤。沙

灣鎮亦剛好處於沙田區與民田區的分界線上，在

民國以前，沙灣以控制大量沙田而富甲一方，成

為珠江三角洲遠近聞名的鄉鎮。本文所討論的大

涌口村則位於沙灣鎮東南部，亦即「沙田—民

田」分界線之南的沙田區。該村緊依沙灣水道北

岸，東連陳涌，西、北兩面與沙灣南村為鄰，南

臨沙灣水道的「北斗海」，與欖核鎮八村相望。

因該村位於珠江進入沙灣各河汊的河口，且入口

處較大，故名「大涌口」。大涌口村的居民被其

他沙灣鎮的人稱為「蛋家仔」或「水流柴」，被

認為是「開邊人」，受到民田區「埋邊人」的歧

視與壓迫。大涌口村的水上人，雖然世代在沙田

上謀生，但對那些從海中浮生出來、甚至是他們

開發出來的沙坦，並不擁有任何權利，甚至在堤

圍上搭蓋茅寮，都必須以向大族租種沙田為前

提。4 例如在道光十九年（1839），東莞士紳與

順德溫姓宗族爭奪萬頃沙一案中提及的兩位被告   

沙灣人郭進祥和郭亞寶。郭進祥是「蛋戶」，郭

亞寶是出資給郭進祥圍築沙田的土豪，這兩人看

來都是有財有勢的、像後來「大天二」一類的人

物。他們雖是自己出資圍築沙田，也必須以向順

德溫氏宗族批耕的方式來進行。可見，即使是有

勢力的水上人，也不可能擁有沙田的所有權，而

須以大族許可的形式開發沙田。5 

　　康熙二年（1663），清朝在廣東省沿海厲行

「遷海令」，目的是對付鄭成功，但其副作用卻

削弱了民田區的宗族勢力。6 其後，朝庭更下令削

除水上人賊籍。雍正七年（1729）五月的上諭中

有以下記載︰

　　蛋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

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

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

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

凡無力之疍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

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

者，准其在近村水鄉居住，與齊民一同

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

藉端欺淩驅逐。並令有司勸諭疍民，開

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以

副朕一視同仁至意。7 

　　上諭中更提及允許「蛋戶」上岸居住，於是

在上述「遷海」的背景下，珠江三角洲部份水上

人開始上岸並開始受雇耕種土地，同時搭茅寮居

從漂移到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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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後漸聚成村。8 直至清末時期，大涌口已形成

以「耕館」為中心的農業聚落，9 其居住形式多為

沙坦茅寮。民國以後，這種基於王朝權力的地方

秩序隨着王朝的衰亡而有所動搖和改變。10 

　　學界對珠江三角洲水上人的研究，始於上世

紀三、四十年代。伍銳麟在三水和沙南的水上人

地區進行調查。11 陳序經亦對水上人族源進行探

討。12 50年代初期，以楊成志等一批學者對珠江

水上居民進行民族識別。13 50至70年代，研究主

體為國外學者，集中於港臺地區、閩廣兩地，以

及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進行研究，如可兒弘明14、

尤金•安德森（Eugene N. Anderson）15 及華德英

（Barbara E. Ward）16 等均對香港地區的水上人

群體展開研究。80年代以來的研究集中於兩個方

面：（1）以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和語言

學等四個方面為切入點，探究水上人族源，可參

考張壽祺17 和黃新美18 等人的研究成果；（2）據歷

史文獻及族譜，探究明清時期水上人的各種社會

活動，可參考葉顯恩19、吳建新20、蕭鳳霞及劉志

偉等人的研究成果。

　　20世紀以來，學界對珠江三角洲水上人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傳統意義上的水上人的風俗習慣

和生活狀況、明清時期的海盜問題及水上人的適

應策略的研究上，均未關注在沙坦上寮居的水上

人。這種處於漂移與定居之間的水上人群體，其

生活狀況及身份特徵都與傳統意義上浮家泛宅的

水上人有所區別，他們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表現

更是值得進一步探討。

　　本文據水上人居住形式的不同，將沙田區水

上人分為三類：「艇居水上人」、「陸居水上

人」和「寮居水上人」。「艇居水上人」指傳

統意義上浮家泛宅、以漁為業、漂泊不定的水上

人。「陸居水上人」指由「艇居水上人」通過入

軍籍、考科舉以謀名或當海盜、從商走私以謀

財，甚至是使用武力等社會策略，成為民田區

「埋邊人」的水上人。21 「寮居水上人」指在堤圍

上搭蓋茅寮居住的水上人。「寮居水上人」處於

漂移與定居的過渡時期。筆者以在大涌口的田野

調查為基礎，圍繞村中的民間習俗、口述傳說、

歷史文書、鄉村廟宇、祭祀習慣及村落關係等方

面進行研究，試圖探討清末及民國時期大涌口的

「寮居水上人」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如何建構

當地社會的能動性，從而進一步釐清地域社會文

化結構的動態過程。

二、「寮居水上人」生存空間的維護

　　大涌口「寮居水上人」農漁兼備。建國前，

當地一年兩撥水稻，分別於陰曆三月「樹田」，

六月初收割及播種種第二輪，到翌年一月份再收

割。除農耕外，當地居民亦養魚苗。陰曆二月放

魚苗後，每三個月「刮」一次魚，一年「刮」三

次。一月到二月為冷藏期，不種禾苗，亦不宜養

魚。於農閒之時則以捕魚增加收入。22 當時，大涌

口、基圍壆一带是一片沙田，被沙灣鎮的人視為

沙田區。現今，尤其是基圍壆，已成為工業開發

區，基圍壆的原居民已全部遷往四季涌，大涌口

仍留有較多居民。基圍壆的北面有一大涌，名為

「大巷涌」23。過去稱大巷涌以北為沙灣，以南為

沙田區。民國時期，大涌口居民的活動範圍主要

集中於大巷涌以南的地區，可據其捕魚方式的不

同將大涌口的水上人分為兩類，即遠海捕魚和近

海捕魚。遠海捕魚者的捕魚範圍東至獅子洋，南

至橫瀝水道；近海捕魚者即「寮居水上人」，主

要駕艇於沙灣水道及村內各大河小涌之間，人數

比前者居多。清末至民國時期，大涌口的寮居水

上人面對沙灣人的欺壓，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空

間，採取了一系列的對抗策略。

　　除村內婚，該村亦與沙田區內的其他村落通

婚，與沙灣水道對岸的欖核鎮各村之間，長久以

來都有穩定的聯姻關係。建國前，大涌口村內超

過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與海24對面的七村、八村、

金剛村及西樵村人相互通婚。至於沙灣民田區的

人，則不會與大涌口人通婚。由大涌口橫渡沙灣

水道，到達對岸的欖核鎮只需十分鐘，兩地居民

平日的往來亦較頻繁。此外，每逢清明節，大涌

口村民會等待對岸的親朋戚友前來，於村內聚餐

後共同北行祭拜祖先。

　　民國時期，大涌口水上人捕漁須向大天二繳

納捕漁稅款。「勢豪之家」往往依仗其鄉紳地

位，或以承餉、暴力等方式佔有河道及沙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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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強佔」，大涌口水上人曾募召親族反

抗。26 由此可見，大涌口「寮居水上人」與其他沙

田區的村落，通過姻親關係聯繫起來，並以共同

祭祖等手段鞏固此關係，共同抵禦來自外部的欺

壓。

　　清末民初，大涌口下轄八個社，分別為錦南

圍、大氹肚、齊聖社、務本社、五世圍、錦福

圍、恒安社和匯龍社，每社均有一個土地神，

類似沙灣的社稷之神「黃石公」，27 但以尖狀及

卵狀石塊為塑象，分別稱為「土地公」及「土地

婆」。每年中元節及農曆二月初二的神誕日，當

地婦女皆會前往祭拜。每逢紅白喜事，所有「兄

弟叔侄」都會聚集於土地神前祭拜。在大涌口附

近的基圍壆也有類似的習俗︰

　　在基圍壆的週邊（村頭或村尾）為

社公安置了「社稷之神」牌位。很多時

候社公的牌位立在大樹下，人們說社公

與土地神的差別在於，社公的神位必須

露天設置，不能有瓦片遮天。當地人認

為社公能夠鎮村，早晚都有人去裝香。

社公誕是每年農曆二月初二，稱為「龍

涎」，人們在這一天祈求風調雨順。有

人過世時，孝子要到社公那裡買水為死

者擦身。在出殯的時候，送葬隊伍一定

要經過社公，然後把棺材停放，女眷繞

棺材一圈（當地叫做「運木」）後回

家，由男眷把棺材送到山上。28

　　大涌口的「寮居水上人」比民田區居民更加

重視土地神，因為大涌口的土地神，不僅用於凝

聚一個群體，更是用於宣示對其所佔有土地的合

法性的象徵。「寮居水上人」原本沒有土地神崇

拜的概念，在上岸定居後，其土地神信仰的源流

越久遠，則可證明其在當地定居的歷史越長，當

然也證明了他們佔有定居地土地的合法性，這

無疑是「寮居水上人」維護其生存資源的又一策

略。

三、群體身份的確立：攀附、排斥與妥協

　　對於民田區居民的歧視，「寮居水上人」亦

採取了各種手段，嘗試在歷史脈絡下改變自己水

上人的身份。當問及祖先來自於何處時，當地人

常說他們也是南雄珠璣巷移民的後裔；他們並不

是水上人，只有「艇居水上人」才是水上人。據

當地人說，明末清初，先民逃難，或行山路，或

駕竹筏而南逃。行山路者居於沙灣，駕竹筏者則

居於此。當年留耕堂前仍為一片汪洋，南逃之竹

筏後沉於留耕堂前，聽聞今日於留耕堂前的池塘

底部仍有許多竹筏。當地人對自身族源的敍述，

具有模糊性，令人質疑。首先，明末清初，留耕

堂前已是陸地，並非汪洋。另，留耕堂肇創於

元朝乙亥年（1335），逃難之艇在此後200年才

到，不可能沉於留耕堂前的池塘。這顯然是「寮

居水上人」為謀取更高的身份地位所編造的「神

話」，目的是要證明自己的祖先早在何族定居之

前已經南逃到此地，證明自己並非水上人。

　　再者，沙灣靈山的所有權屬於「埋邊人」，

「寮居水上人」本無資格葬於山上。但有一類專

門負責幫人下葬的「做崗人」，把沙灣人捨棄之

山崗轉賣給「寮居水上人」。「寮居水上人」若

將其親人屍骨葬於該等山崗上，其子孫日後祭祖

時，均會受到當地惡霸勒索，且該等山崗多為陰

暗、藏水或無陽光等風水極差之地。雖然如此，

較為富裕的「寮居水上人」仍爭取將其家人葬於

靈山上。可見，「寮居水上人」為證明自身具有

與民田區居民的相同身份，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

來提升自身地位，希望攀附民田區的族群認同。

　　「北帝」被認為是「村主」，每年輪流安放

在各坊里的祠廟中供奉。在民國時期，沙灣共有

17個坊里，北帝每年由一個到兩個坊里供奉。負

責供奉北帝的坊里稱為「當甲」，每12年為一

輪。「北帝巡遊」作為整合沙灣村落的形式，是

社會群體表達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29 據沙

灣東村居民黎先生所言，大涌口村雖作為沙灣的

附屬村，但沙灣一年一度的北帝巡遊的路線從未

包括大涌口村。在沙灣人看來，大涌口居民是地

道的水上人，根本不屬於「埋邊人」，其身份低

賤，根本不配和他們一起祭祀北帝。這反映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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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區的人有意地將水上人排除在他們的信仰系統

之外。

　　民國時期，沙灣東村和南村的居民與大涌口

「寮居水上人」有「很深的交情」。當時，今沙

灣東村和南村的地勢低矮，海水涌入河涌，時常

把他們的田地掩埋，令村中栽種的禾苗收成不理

想，生活比較貧困。由於生存環境與大涌口「寮

居水上人」較為相似，且居住地極為相近，從東

村沿着基圍壆步行致大涌口村，只需要15分鐘，

故兩地居民交往較為頻繁。大涌口的「寮居水上

人」與東村、南村等地更有「認契」30的習俗。

每逢農忙，沙灣人會雇傭大涌口「寮居水上人」

到沙灣割禾。此時，就開始有大涌口人介紹沙田

區的人家給民田區的人「認契」。理由是沙田區

的人「命硬」，身體強壯，「埋邊人」認「開邊

人」為契家，可保佑小孩健康。據估計，當年東

村和南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跟大涌口的「寮

居水上人」認契。但沙灣人從不與「艇居水上

人」認契，因為「艇居水上人」流動性太大，相

互交流的機會極少。

　　其實，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出現於沙田區

「寮居水上人」與民田區村民之間的認契現象。

從民田區的角度分析，「寮居水上人」中有一部

份人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在沙田區擁有一定的

勢力，民田區的大族與這些人「認契」，實際上

是聯合當地的精英，從而能夠更好地減少他們在

沙田區維護自身利益時的阻力。從沙田區「寮居

水上人」的角度分析，他們自然很願意和民田區

的宗族成員發生聯繫，因為這樣既可以減少民

田區對自己生計資源的侵佔，又可以提升自己在

「水上人社會」中的地位和聲望。因此，這種發

生在沙田區「寮居水上人」與民田區宗族成員之

間的「認契」現象，實際上是民田區與沙田區群

體之間在身份認同上的相互妥協。

四、定居後地方社會秩序的構建

　　大涌口 「寮居水上人」為適應陸上生活，在

經濟、民間信仰及村落結構等方面均發生了重大

變化，「寮居水上人」的社會交往圈已不再限制

於沙田區內，而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與「埋邊

人」建立人際關係及社會網路。

　　「寮居水上人」上岸定居後，有相當一部份

人開始從事農耕活動。由於此處土壤長年受海水

浸泡，為改變土質，開始時必須種植甘蔗31，故區

內所種稻米的數量無法滿足當地「寮居水上人」

的需要，他們也就不得不到民田區墟市購買大

米。大涌口「寮居水上人」趕「三八墟」32，即以

現沙灣中心市場作為中點，往西到達沙灣安寧西

街，往東到達沙灣安寧東街，往南則到達大巷涌

支流並直通沙灣水道。

　　大涌口「寮居水上人」除了在墟市中與沙灣

人有往來外，還通過信仰活動與沙灣人發生聯

繫。因為大涌口「寮居水上人」中沒有道士，

每次舉行宗教儀式都只能前往沙灣聘請道士。故

此，沙灣有專門的道士群體前往大涌口「做法

事」。可見「寮居水上人」上岸定居後，在日常

生活、經濟及宗教信仰等領域中均發生改變，使

他們得以與「埋邊人」建立起社會網絡。

　　大涌口村內靠近大涌口入海處有一「三公

廟」，此廟也是村內唯一的廟宇。據梁先生稱，

此廟於20世紀30年代就已存在。當年日人企圖炸

毀大涌口村。村內許多村民甚為恐懼，前來三公

廟祈求「三公」保佑，後炸彈果然「失靈」，打

入沙灣水道中，沒有擊中大涌口。此後，大涌口

居民開始崇拜「三公」，每於狂風暴雨來臨之前

都會拜祭「三公」，希望「三公」保佑出海之人

平安歸來。廟內擺放的「三公」，實則為中國傳

統文化中的福、祿、壽三公。除此以外，廟內還

擺放財神、如來、孫悟空及關公等神像。此廟在

近門口處還擺放了黃氏先人的靈位。廟中擺放的

「黃氏祖先神位」，雖然明顯為後來添置，但已

透露了大涌口村內不同姓氏群體之間的關係。據

初步統計，大涌口村內「寮居水上人」總共由六

姓組成，分別為黃、王、梁、馮、陳、李等，其

中又以黃、梁兩姓為多。雖由於年代久遠，「三

公廟」的修建歷史已不得而知。但是黃氏族人通

過在「三公廟」內建立祖先靈位的方式，突顯其

在當地社會中有較高的地位。

　　上述活動表明，大涌口居民已與過去浮家泛

宅時不同，他們以經濟、文化活動等方式，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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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整合入陸上社會的網絡。此外，在村內建

立「三公廟」的舉動，亦表明他們已經開始形成

「寮居水上人」內部的整合系統及關係網。

五、結語

　　筆者以清末至民國時期沙灣大涌口的「寮居

水上人」為個案，對「寮居水上人」的定居策略

及定居後自我身份的建構進行研究。首先，「寮

居水上人」上岸定居後，其生存空間發生巨大變

化，他們內部聯姻、信仰土地神，在「民田—沙

田」的權力格局之下維護了群體的地域及水域資

源。與此同時，他們通過編造族源神話、購買民

田區靈山等舉動，建立起自身群體的獨特身份，

並企圖從根本轉換自己的身份。沙灣民田區群

體雖然對「寮居水上人」仍具排斥感，但在面對

「寮居水上人」的攀附性認同時，卻表現出妥協

的姿態。曾經的「水上人」可以成為民田區的

人，民田區的人因為窮困或政治原因，也有可能

失去土地，而到沙田區受雇耕地并居住茅寮，從

而成為「寮居水上人」，33 這種身份的轉換與其

所在的社會情境以及他們的經濟地位密切相關。

「水上人」是一個動態的身份標識，是一種文化

意義上的身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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